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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媒介化社会与消费赋权的时代，偶像产业的生产文本从文化文本逐渐偏转至关注个人价值

的社会资本类文本。偶像产业注重建构价值引导力，并被期待能够更多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进而作

为文化治理推进的基础之一。偶像产业的主要行动者在社群自治与社会共治两个层面上，通过互动、

沟通与协商以及制衡，不断达成社会共识、革新社会文化观念，其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

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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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media society and consumption empowerment, the production text of the idol industr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cultural text to a social capital text focusing on personal value. The idol industry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 guidance, and is expected to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more, 
and then serve as one of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The main actors of idol industry 
constantly reach social consensus and innovat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cepts through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consultation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at the two levels of community autonomy and social co-governance, which 
also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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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务院常务会议在 2009 年 9 月通过并发布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后，文化产业成为我国社

会经济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注重将“文化与符

号内涵”作为商品价值输出。一方面，文化产业

强化消费者的内在体验需求；另一方面，当产业

注重文化转向后，现代社会的经济秩序与文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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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系统逐步融合，伴随着文化概念与理念的深化、

再诠释及互联网快速传播带来的庞大影响力，文

化产品对大众生活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

影响。

文化产品带来的符号消费刺激了粉丝经济的

崛起，近年来更是衍生了早先文化产业范围所讨

论的音乐、影视等文本之外的、提供更多个人价

值的偶像产业 [1]。国内大型明星与粉丝互动平台

Owhat 于 2020 年发布的《2019 偶像产业及粉丝经

济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数据显示，

中国的偶像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市场规模增长

迅速。2018 年，偶像产业的整体规模已经达到

604.5 亿元，较 2017 年同比增长了 26.4%。平台预

估，该产业于 2020 年的产值或将突破 1000 亿元 [2]。

虽然偶像产业目前总体的份额占全国文化产业及

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并不高，然而其强劲的增

长势头以及这一产业注重传播效力及影响力的属

性，都使得该文化产业的产品——偶像占据了公

众日常生活视野的前端，并且有着超乎寻常的社

群及社会影响力。与此同时，信息传播科技的媒

介化以及消费赋权使得粉丝与被粉偶像之间的内

部互动模式发生了改变，粉丝与偶像及其背后商

业团体的权力关系被重塑，这三者又与政府及相

关部门在此产业生产与消费场域中不断进行协商、

沟通，四者相互影响，使得偶像产业具备了文化

治理之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的基础，进而成为影响

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等变迁的显性因素之一。

目前对于偶像产业的研究多着手于粉丝行为

与粉丝经济方面，对于该产业近几年蓬勃发展带

来的一些现实问题及相关治理措施的讨论相对较

少。本文梳理与分析了现今偶像产业的生产和消

费过程与产业特点，并从文化治理的角度出发，

着重讨论该产业在生产与消费场域中，主要行动

者在社群自治与社会共治两个层面上的治理实践。

一 形构（framed）偶像：从“人”到“文

化产品”输出

关于偶像产业，目前学界及产业界还没有一

个既定的定义，但对其认知的基本共识是：它

是一个以偶像为中心向外延展与辐射各类文化

文本的产业，偶像是这一文化生产场域的关键节

点。偶像产业重视偶像个人价值的输出与个人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打造，即对个人的符号

内涵性（包括价值观、个性、特质等方面）进行建构。

简言之，就是注重将人作为主要的文化商品包装

输出并创造经济价值。在现今的生产过程中，一

般通过网络的媒介化建构、粉丝的参与式形塑、

偶像的自我形塑乃至官方的加持式形塑这几种方

式相互合力，共同形构偶像这一文化产品。

（一）网络的媒介化建构

2018 年，爱奇艺与腾讯两家网络视频平台推

出的两档网络选秀节目的热播，形成现象级影响，

2018 年被媒体冠以“中国偶像元年”。有学者指

出，此一种被称作“选秀 3.0 时代”的偶像创造模

式在 2015 年前后就已经逐渐形成。至 2018 年时，

其展演的平台由电视卫视转换到视频网络平台，

并结合多渠道的网络营销，极尽可能地吸引受众。

在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日益媒介化的中国社会中，

一方面，信息传播高效，热点事件舆论生成快速，

因为网络媒介的记忆性，相关事件（尤其是选秀

时偶像的高光时刻）可以被反复爬疏整理再创造，

进行历时性的不断传播，最大化地占有受众的注

意力；另一方面，大众审美的泛娱乐化倾向，也

使得此类娱乐综艺被广泛关注，进而成为一个现

象级事件。偶像产业随即也成为资本逐利的新宠

儿，发展势头迅猛。

（二）粉丝的参与式形塑与偶像的自我形塑

中国现今的偶像产业融合日本与韩国的发展

经验，结合“训练生”与“养成”等模式，大部

分利用网络综艺平台推出偶像。相较于以往以经

纪公司等商业团体主导的偶像输出模式，“选秀 3.0
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消费赋权，将原本处

于被动跟随的粉丝受众，纳入到产业的生产环节

中，开启了一种消费终端参与生产制作的体验经

济新类型。至此，粉丝对选择与创造什么样的偶

像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偶像的定义也被不断重塑。

在日韩的发展经验中，偶像开始的定义一般指

涉高水平的歌手、模特和媒体名人，但伴随其在

中国产业语境的发展，偶像的内涵不断外延，成

为以个人形象、魅力和个性等而被受众喜爱与追

捧的艺人的指称；与此同时，产业原本的支柱文

本（例如音乐、舞蹈等）的内容生产地位相对下降。

例如，在 2018 年腾讯平台《创造 101》以第三名

出道的杨超越，并没有接受过长时间专业的训练，

胡冰清：偶像产业的文化治理实践



48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6 期（总第 143 期）

其音乐与舞蹈等表演水平欠佳，但其以独特的性

格特质吸引了众多粉丝，最终以高票出道；2021
年腾讯平台《创造营 2021》的俄罗斯学员利路修

同样也不以唱跳能力见长，但 却凭借其“又丧又

努力”等特质让许多观众产生共鸣，成为其粉丝，

使其在节目中的排名不断提升。虽然利路修并不

想借此出道，甚至呼吁粉丝不要为其投票，但他

还是一直被粉丝力挺。所以，除了偶像的内涵不

断被再定义，粉丝经由消费赋权，在此一生产场

域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导权，以往偶像与粉丝的权

力格局也因此发生改变。

偶像产业的另一特点，是经由网络媒介的发

展，让粉丝与偶像产生新的互动模式。偶像自己

也参与到再生产过程中，通过展现自己独特的个

人特质，积累社会资本与情绪资本 [3]，收获粉丝。

是以，粉丝与偶像自身都参与到了这一产业的生

产过程中，共同创生带来双方相互陪伴、共同成

长的特殊体验，让粉丝消费黏性与忠诚度极大提

升。相对而言，以往作为偶像的制造者、管理者

乃至代理者，以及作为连接偶像与粉丝的联系者

的经纪公司，其产业主导权被削弱，逐渐变化为

服务性角色 [4]。偶像、粉丝及偶像背后的商业团

体的权力在这一时期得以再分配。

偶像产业的生产模式，通过规避文化产业中

的高风险带来巨大的盈利。一般而言，“为符号

创作者所创作的文本寻找受众”是文化产业公司

最关键的工作，而“受众对文化商品的使用方式

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测性”[1]6。在偶像

产业的语境中，经纪公司自己培养与推出的偶像，

宣传（即寻找受众）的前期运营成本投入多，且

不一定能真正吸引受众为其消费买单；但当受众

（即粉丝）主动成为生产与创作方时，生产与消

费的界限逐渐模糊，就保证了产出的文本一定是

受众所喜爱的，并且受众在生产与创造偶像的过

程中就已经开始消费。这种模式，被亨利·詹金

斯（Henry Jenkins）定义为“产销合一”模式，而

这样的消费与生产者被认为是产销者 [5]。以往的

文化产业针对上述风险时，会以量求质，通过大

量生产，以其中畅销产品的利润来平衡众多失败

产品的成本 [1]19；但在“产销合一”的偶像产业生

产过程中，由于商业团体生产投入减少，其产品

数量在同一时间进一步扩大。大量不同类型的偶

像被偶像个人与粉丝合力形塑，也是文化多元与

分众消费发展趋势的体现。粉丝与偶像因相互创

生而连接更加紧密，达成一种亲密的互为主体关

系。由此可以发现，偶像产业的生产逻辑就是在

生产偶像的同时也生产了粉丝，并以二者为中心

进行文化再生产，以获得持久的产业经济效益。

（三）官方的加持式形塑

由于偶像产业在我国的兴起时间相对较短，处

于发展初期，产业的相关制度及规范还在建立中，

所以此类的形塑实践在我国还较为少见。现有的

实践方式主要表现为一些官方机构邀请偶像担任

具有象征性的“大使”角色，并进行相关的演讲

与宣导等活动。其与商业行为上代言人的性质较

为相似，只不过其更多聚焦于国家与社会的公共

利益方面。例如，经由短视频平台推广造就的“民

选偶像”丁真，在爆红之后，很快被授予了“四

川旅游文化推广大使”称号，当地政府试图以其

带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实现地方振兴；2020 年，

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通过与民间非营利组

织的协同合作，邀请“能量偶像”出任中国与吉

尔吉斯斯坦的“‘一带一路’吉 - 中文化交流青

年大使”，以进行国家级亲善交往活动；等等。如此，

官方通过偶像的影响力对某些政务活动进行有力

宣传与推行，而偶像也因此类活动的加持进一步

满足了其作为公众人物的一些社会期待，强化了

自身象征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产生转化普

通受众为粉丝的正向效应。

二 赋能偶像：创造价值引导力

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依相关传记内容

的不同，将偶像分为“生产偶像”和“消费偶像”。

其中，“生产偶像”是指从生产性活动中获得成

就的人，一般来自工业、商业和自然科学领域；

而“消费偶像”多来自于休闲领域，例如体育或

电影明星，其重点在于为大众创造“梦想世界”，

实现个人与社会的消费 [6]。Chris Rojek 在其《名人》

一书中，更进一步，将名人分为三类，分别是通

过家族关系承袭的“继承型名人”，在各个领域

拥有卓越表现的“成就型名人”，以及由媒介所

建构、只能依托媒介展示而存在的“属性型名人”[7]。

偶像产业所形塑的偶像在 Rojek 的分类中属于“属

性型名人”，在洛文塔尔的分类中则属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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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偶像”。那么什么被消费，用以产生经济价值？

偶像又要依托媒介展示什么，使得自身能够在信

息爆炸的时代赚取更多眼球经济的利益呢？

偶像产业原本的产业支柱是流行音乐、唱片、

舞蹈等内容的生产，经纪公司通过名人化、类型

化等策略，获得更多收益，而打造具有独特风格

的产业文本（如韩国的 Kpop）往往需要耗费大量

的精力与财力。在中国偶像喷井式涌现、短视频

和直播平台发展迅速的现实状况下，粉丝与偶像

的互动更频繁，音乐、舞蹈等作品不再是获取粉

丝青睐的唯一或重要原因，偶像的内涵及属性被

不断再定义，其个人特质（也即个人 IP）成为了

面向受众主要展示的内容。所以，除了对文本的

生产外，偶像自身的“个人符号内涵”展现以及“价

值引导力”提升显得尤为重要，而这通常会通过

粉丝赋能与公益赋能的策略来强化。

（一）粉丝赋能策略

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自

我情感的投射；偶像被视作一面镜子，反映出粉

丝心目中的理想形象，用以不断创造情绪资本与

社会资本。偶像在资本结构变化过程中实现的社

会资本的累积，成为具有价值引导力的存在。

伴随着偶像价值引导力的扩大，粉丝作为被引

导的对象，与偶像之间呈现出一种“拟态亲密关

系”，进而会对偶像的言行有更多的要求与期待。

“拟态亲密关系”具有三个特点，分别是情感性、

控制性与亲密性。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影响渗透到

偶像的私人领域，并且对偶像的言行及成长发展

出控制与规训的意识 [8]。这些要求与期待，可以被

认为是社会经由偶像产业的舆论机制进行社会道

德标准的协商结果，也可视为偶像产业场域的文

化治理实践之一。其中，最常见的现象表现为粉

丝针对偶像不当言行的讨论。什么是符合偶像角

色的言行，这并无一套绝对的标准。基于不同事

件的讨论，体现出一定道德标准的协商过程。例如，

原 TFboys 成员的王源因在室内吸烟曝光引起的相

关讨论，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王源的粉丝，

并非一味盲目崇拜他，也没有对其行为进行袒护。

他们在有关“偶像作为公众人物能否吸烟”“室

内吸烟影响他人权益如何被管理”以及“偶像犯

错是否应该给予改正的机会”等一系列的讨论之

后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公共场合吸烟的行为不

对，虽然成年人有吸烟的自由，但王源作为公众

人物具有表率作用，不应在公共场合吸烟。此外，

粉丝还从健康角度规劝王源戒烟。粉丝及公众制

造的舆论对偶像行为起到了明显的制约与规范效

果，王源随后发表相关声明，诚恳道歉。经由互

联网平台参与公共事物的讨论与商议，粉丝社群

借此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公众的政治性集体 [9]11。

由此，粉丝与偶像的拟态亲密关系得以增强。偶

像在不断回应粉丝期待的同时，其自身的价值引

导力也得以不断提升。

（二）公益赋能策略

偶像如若要扩大其价值引导力，另一个策略就

是投身公益事业。据 Owhat《白皮书》的分析，偶

像在该平台参与的公益项目从 2016 到 2017 年的

一年时间里，数量增加了 6.2 倍（从 2016 年 65 个

至 2017 年 468 个），收益金额也增长了约 157 倍

至 470 万元人民币 [2]。偶像产业相关的公益事业包

括偶像公益与粉丝公益两个部分，二者相辅相成。

除了偶像自身参与公益项目，在偶像的引导与号

召下，粉丝社群也会自发地集众人之力参与公益，

以此帮助树立与维护所粉偶像的形象与影响力。

例如肖战与王一博的粉丝为四川省的贫困村镇捐

款建设多条短程公路 [10]，帮助解决贫困山区的道

路建筑资金问题。随着相关公益机制的不断健全，

粉丝公益也逐渐常态化，其从对短期项目的资助

助发展到对长期项目的资助，或可填补我国公益

服务的缺口。以此，偶像产业与社会公益事业联动，

相互赋能，偶像的价值引导力进一步扩大，偶像

产业的侧重点也逐渐从经济影响力转换到价值引

导力建设上。

三 文化治理：社群自治与社会多元主

体共治

对价值引导力的重视，一方面，就产业层面

而言，有可能会造成内容创作的消减，对产业进

一步的发展与升级构成一定的挑战，但另一方面，

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某种文化治理实践的

方案。

文化治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还一

直不断地被讨论与再论述。这一概念源自二战后

法兰克福学派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涌现的大众

传媒及大众文化也即文化工业展开的批判。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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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福学派认为，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将统治阶级的

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具，单向地控制了大众的文

化认知与思想。不过，随着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

有关文化治理的理解与诠释也发生了转向，经由

早期葛兰西（Gramsci Antonio）的“文化霸权”、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统治理性发展到本尼特

（Tony Bennett）的治理性。其中，本尼特注重治

理过程中“行政”技术的执行。他认为，更多元

的治理主体能够自主地相互联合起来，对文化进

行多向度的行政治理。

目前，国内学界对文化治理的理解通常分为三

种。其一将文化当成治理对象，即对文化进行治理；

其二是将文化当成治理工具，即以文化来治理 [11]。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一种将文化治理视为一

种文化管理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国家或政府不

再是文化治理的唯一主体，其主张由国家、市场

与社会等联合实践的多元主体的共治模式，并且

更关注公民的参与权与文化权利；后一种倾向通

过推行相关文化政策，来实现不同的社会治理目

的 [12]。第三种是将文化治理论述为经由文化来治

理，其可能以文化本身为对象，但更多诉诸对经

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追求 [13]。此一说法综合了前

两种主张，将文化既作为治理的手段，又作为目的，

但最重要的是要从文化面向出发，推动政治与经

济发展，以使得社会更好地发展。是以，文化治

理的对象就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作为手段的文

化，其重点要建立起社会整体间的共识，用以治

理当代国家发展中涉及文化观念与文化认同的各

种问题；二是作为目的的文化本身，其涵盖文学、

艺术、教育、制度及意识形态等各层面，着重对

公众的文化权利进行维护。但无论是以文化作为

手段，还是对其本体进行治理，治理过程都关注

公众的积极参与 [14]。

公众（public）的含义与大众（mass）、群众

（crowd）有一定的区隔，其通常被认为更具理性，

且具有一定的批判影响力。Price 认为沟通是公众

建构主体的主要方式，一般表现为“参与论争”

的形式，而现今“论争的场域”即存在于媒介中 [15]。

所以，公众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其形成与建构必

须经历媒介化的过程。粉丝虽然常被认为是“疯

狂、非理性、盲目、易受操纵”的原子化个体，

但也是媒介化社会中“最活跃的参与型受众”。

当粉丝尝试向更大的社会面向展示自己所关注的

兴趣领域以及相关诉求时，他们也能逐渐发展成

为公众，即所谓的“粉丝公众”；而当粉丝成为“粉

丝公众”时，也意味着粉丝社群在参与文化治理

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在互联网信息传播高效方

便、偶像个人在产业中更迭快速、消费赋权使得

粉丝与偶像的权力格局发生改变等现实背景下，

作为相对弱势一方的粉丝或可改变强势的一方（偶

像、掌控产业话语权的商业团体等），粉丝公众

作为政治性集体的政治意义就得以显现 [9]196。

在偶像产业的生产与消费场域中，主要的行动

者有偶像、粉丝、相关商业团体以及国家或政府

及相关部门。这四类行动者一方面形成一个大的

共治网络，另一方面粉丝社群内部也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实现社群自治。偶像产业的文化治理模式

由此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分别是国家主导的多元

共治管理模式以及粉丝社群自治模式。

（一）粉丝社群的自治

社群自治的基础是社区成员在协商和讨论的

基础上，对社区存在的意义及其兴衰等基本问题

形成一定的共识 [16]，在此过程中，成员的自主性

与治理意识不断提升、强化与完善。粉丝社群的

自治主要体现在偶像的文化再生产、道德规范与

准则的协商与引导、舆论的监督这三个方面。其

中偶像的文化再生产，不仅仅是生产与偶像相关

的文本，同时也包括以社群的名义投入到公益事

业中去，以积累社会资本。作为粉丝，如何追星，

并没有一定的行为规范。新闻报道经常报道某些

疯狂乃至病态追星行为，这些行为不但损害了社

会的公共利益，也对被粉偶像产生不良影响，粉

丝社群内由此也就逐渐协商出了关于“理智追星”

的相关道德规范与准则。粉丝在社群内部进行呼

吁、引导乃至自我规训，对于有不良追星行为的

粉丝，例如所谓的“私生饭”，社群内部大多数

成员会主动与之划清界限，并通过舆论对这些行

为进行谴责。不过，粉丝社群具有匿名性与集体

性的特质，在自媒体赋权个体掌握信息发布和传

播能力的同时，如若粉丝社群中的个体不能履行

自己的信息责任 [17]，当其进行上述舆论监督时，

在粉丝社群中很容易爆发网络暴力事件。由于媒

介文化“娱乐至死”的特性，以及在互联网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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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球经济”的算法推送，此类负面信息会迅速

扩展，而最终演变为一种相对没有建设性的“全

民狂欢”[18]。所以社群自治机制需要不断完善，

以克服更多可能出现的问题。

因此，在“偶像产业”的文化治理转向中，

除了关注粉丝社群的自治实践外，还要更加关注

生产与消费网络中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可能性，

并以此来规范粉丝社群的自我治理行为。

（二）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我国文化治理的共治模式一般是以国家或者

政府部门为主导，通过实施相关文化政策（包括

制定法律、进行监管、津贴补助）来实践文化治理。

由于媒介化社会中信息传播与影响的迅速，面对

一些时事现象，文化政策的制定与颁布会稍显落

后；另外，过多的政策规范会影响市场发展活力。

所以，国家或者政府部门逐渐被期待担任“不同

文化、利益和行动者之间的仲裁者、协调者和促

进者”[16] 以及良好文化生产环境的创造者的角色。

而伴随着消费赋权，偶像背后的商业团体的话语

权被不断减弱，偶像与粉丝在此场域中可以被视

为具有更有主导性的行动者。

偶像作为社会公众人物，被国家或政府以及粉

丝与一般大众期待发挥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表率作

用。国家可以借助偶像号召力与引导力对国家政

策与社会价值进行宣导，甚至以其影响力作为文

化外交的媒介。例如，以“Kpop（韩流）”作为

本国文化政策推广实践样本的韩国，在举办 G20
峰会时，就运用偶像的力量进行宣传造势。在美

国前总统特朗普对韩国进行访问时，韩国政府就

以偶像团体 EXO 的 CD 为礼物赠送给特朗普。这

一过程中，偶像的影响力因为官方的认可再一次

被扩大，使得其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

偶像也因其巨大的影响力，能够集合粉丝的舆论，

推动社会变革措施以及相关规定的出台。当偶像

有不当言行引起社会公众不满时，一方面，会因

失去一部分粉丝等原因影响商业团体的经济收益，

另一方面，粉丝也会因为“拟态亲密关系”对偶

像“爱之深，责之切”，二者合力对偶像进行一

定的规范与制约，使其更具价值引导力而对受众

发挥正向的价值引导作用。而当粉丝乃至粉丝社

群出现过激行为时，除了政府相关部门自上而下

进行疏导与管理外（例如，国家网信办定期开展

“清朗”行动），所粉偶像自身的形象以及其背

后商业团体的利益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是以其二

者又能借助偶像的引导力对粉丝群体加以规范（例

如，2021 年 5 月，多家偶像的经纪公司以及工作

室集体发布《关于理智追星的倡导书》）。最后，

当商业团体因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有损于偶像

权益（例如压榨偶像的劳动力、资源分配不公等）

及公共社会利益（例如 2021 年因应援选秀节目中

的偶像而出现的“应援倒奶事件”造成社会资源

的浪费）时，前者会引起粉丝社群的抵制与谴责，

后者则会要求政府及相关部门及时进行规范与治

理（例如通过《反食品浪费法》对“应援倒奶事件”

进行制裁）。

偶像产业的四个主要行动者，在场域中通过互

动协商与相互制衡，形成文化治理的共同治理网

络，再结合粉丝社群内部自治系统，除了能够创

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环境，维护作为粉丝的公众的

文化权利，也有利于社会及公共利益增进，促进

社会文化意识与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偶像产业其根本是将偶像作为文化商品进行

包装行销，而行销的关键即是对偶像因个人特质

而产生的价值引导力进行打造，因而这一产业也

就具有了文化治理的转向。通过偶像产业生产与

消费场域中偶像、粉丝、相关商业团体以及政府

相关部门这四类主要行动者的互动、沟通与协商，

形成了一个包含多元主体共治与社群自治的文化

治理网络系统。在这样的实践中，通过针对相关

热点议题的讨论及舆论监督，文化、社会价值与

道德规范的协商，文化政策的再完善乃至大众喜

好的更迭等方面的共识不断推进，使得社会文化

不断变化与革新。由此，文化治理也可以实现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重，得以成为一种更具“开

放性、批判性与内在反思性特质的自我调节机

制”[19]，继而推进我国的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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